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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五一”假期，为了进一步充
实《马识途年谱》的内容，我连续两天去
了国家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查阅那里收
藏的1983年至1995年的《成都晚报》。
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老在《成都晚报》
曾发表过一系列杂文和散文。很多文
章都收录在《马识途文集》中，但文集并
没有标注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和刊登
的报刊名称。在我编写的《马识途年
谱》中，这些文章并没有录入，因为没看
到发表时间和出处。当我得知国家图
书馆收藏有《成都晚报》后，赶紧趁着这
个难得的假期预约前往查询。按照国
图规定，访客每次只能看三份该报合订
本，看完后再预约另三份。当我第一次
按照流程完成预约后，工作人员让我在
旁边耐心等待40分钟，他们去通知工作
人员从库房提取再送过来。
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厚厚的合订

本，我的心情有些激动，一层薄薄的灰覆
盖在合订本的硬壳封面上，应该是很久
没人翻动过它们了。我小心翼翼地翻
开，报纸纸张较脆，且已发黄。我认真地
一页一页翻阅……两天查阅下来，收获
还真不少，我查到好几篇马老的文章。
5月2日下午，就在自己疲惫不堪想

要快点结束时，我发现了一篇很珍贵的
佚文。那天下午，或许是阅览室太过温
暖的缘故，我有些昏昏欲睡了。翻到
1987年9月13日《成都晚报》第三版，一
个大标题和醒目的作者名字——马识
途，进入我的视线。这一发现让我瞬间

清醒过来。我揉了揉眼睛，确实是一篇大
半版马老的文章，文章标题为《他与成都
同在——悼米建书同志》。这个标题，我
很陌生，在马老的文集中我好像没看到过
这篇文章。我迅速拿出手机中保存的《马
识途文集》目录，细细查下来，确实没有发
现这篇文章。由此可见，这应是一篇当年
没有收录在《马识途文集》中的佚文。
马老在《他与成都同在——悼米建书

同志》一文中深情回忆了他与老战友米建
书的交往情谊。他们是在成都解放时认
识的，从1949年年底算起到1987年，走过
了38个春秋。在马老眼中，米建书是一位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黄
牛”，同时还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会干
事的“好干部”。
我在马老的文章中曾见到过米建书

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他谈及《清江壮歌》
时。1960年，马老刚刚创作完成《清江壮
歌》，身为成都市市长的米建书在得知老友
写了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革命小说后，第
一时间找来，不由分说地要把小说拿到《成
都日报》发表。《清江壮歌》是马识途以自己
的战友烈士何功伟、刘蕙馨为原型创作而
成。何功伟、刘蕙馨两位烈士是上世纪30
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推翻
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来到清江河畔
的鄂西恩施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后因叛
徒出卖被捕入狱，最终遭到敌人杀害。《清
江壮歌》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年
代，这些故事既是小说，也是历史真实。
也正是看到小说的内核价值，米建书

才希望在成都首发这篇小说。其理由是
要让成都人民知道新中国是多么来之不
易，是多少先烈用自己的青春和鲜血才换
来我们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更要教育
成都的年轻人不要忘记先烈为新中国的
诞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要珍惜来
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听到米建书这样说，
马识途爽快地同意了他的建议。《清江壮
歌》从1960年 5月 21日至 12月 14日，在
《成都日报》共连载160期，在当时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很多市民每天都要去买一份
《成都日报》，追看《清江壮歌》。

5月2日晚上，我联系了马老的外孙媳
妇，我们一起在编纂马老文章的补佚卷。当
看到我发过去的图片后，她确认自己没见过
这篇文章，《马识途文集》应该是没有收录过
它。我们猜测很可能是当时编辑人员没有
看到这期报纸，这个“大部头”就这样被遗漏
了。还好，这次发现了。我当晚便把这篇文
章全文整理出来，经过两次审校后，把它录
入我编辑的《马识途补佚篇》一书。
因为有了这个“重大”发现，我很开

心，虽然很疲惫。曾经有朋友问我，你在这
些“故纸堆”中打转转，你的快乐是什么？

我很认真地告诉他，我的“快乐”是：如果我
能在旧纸堆中找到一丝线索，进而有了发
现，尤其是有了“重大”发现，而这个发现恰
恰又能填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某个空
白，我内心的那份激动与精神上的满足就
是我所追求的快乐。其实每一篇追忆文章
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有些故事可能
被历史熟知，有些则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
被遮蔽、湮没或忽略。也正因如此，史料发
现与研究就变得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
因为它可以使这些沉默的文章“活起来”并
“开口说话”，为我们讲述属于它的传奇。

我与马老相识25年，早已是情谊深厚
的忘年之交。马老曾跟我说过：做任何事，
尤其是在做研究方面，一定要耐得住寂
寞。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表达他的意思：
甘坐冷板凳，不追热风潮。
马老说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中。

做了多年史料研究，我的感受是：很多时
候，史料研究确实很“孤独”。我常常一个
人在浩瀚的“故纸堆”中一点一滴地寻找作
家们留在发黄纸张上的足迹。当翻看完厚
厚的一堆“故纸”，一无所获时，冷清、寂寞
还有失落，便会涌上心头，但这只是我那一
刹那的情绪。史料研究需要从业者“脚踏
实地”，要“吃得了苦”，要“经得起折磨，耐得
住寂寞”。也正是这样不断坚守，我才写出
了一些还算有些意义的文章。在这条路
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用“笨办法”。
马老这篇佚文的发现也更加坚定了我

的信念。我很希望自己能翻阅尽可能多的
资料，为马老做一份内容充实、资料翔实的
年谱，为马老的文学研究作出自己一份小
小的贡献。我想找到更多珍贵的文章，让
它们“开口说话”，为历史讲述更多故事。
我觉得这也是我肩负的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这份责任的意义，往小了说，是让它们
为读者讲述马老110年精彩、传奇的一生；
往大了说，是为传承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文
化，让喜爱文学的人通过它们承载的历史
信息，记得住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流痕，
留得住文化根脉。记住马老那一代人为我
们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为这片土地上的
人民作出过怎样的付出与牺牲。
一个记住历史、铭记英雄的民族，才

是有希望的民族。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义务戏”作为兼具艺术价
值与社会功能的特殊演出形式，既是行业自救的实
践，更是近代都市慈善文化的重要载体。其雏形可追
溯至清代梨园界的“搭桌戏”——一种为救济贫苦同
行，在常规演出中加演场次并将收入全数捐助的行业
善举，体现了梨园界“以艺养善”的行业伦理。

天津，这座因河海而兴的北方商埠，因其独特的码头文化和五方杂处的人
口结构，为义务戏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1906年田际云携新剧《惠兴女
士传》来津义演，标志着天津义务戏从行业互助向社会化慈善平台的转型。此
后的四十年间，天津义务戏紧扣时代脉搏，从行业互助到文教扶持，从赈灾救
荒到救亡图存，构建起艺术与公益深度交融的城市文化范式。
《惠兴女士传》义演的跨城联动，彰显了清末新式慈善理念的公共转向。

1906年2月，北京玉成班班主田际云将杭州贞文女学堂创办者惠兴女士殉学
事件改编为时装新戏并在北京义演成功，天津天仙茶园老板赵广顺特约其原
班人马，于同年8月在天仙茶园义演两日。据《大公报》记载，此次义演采取
“戏资加捐”模式，将募得的英大洋50元、小洋544角及铜元4080枚，悉数上缴
“国民捐”。这场天津首次有文献记载的义务戏，不仅促成了京津名伶首次同台
献艺，还开创了“固定戏价+定向捐输”的筹款机制。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
“搭桌戏”的行业局限，将慈善的大门向社会
公众敞开，使义务戏从梨园内部的行业互助
之举，转变为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慈善行
动，为天津义务戏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民国时期，天津义务戏逐渐形成“赈灾

救荒、扶危救弱、兴学助医”三位一体的慈善
格局，并通过“机构主导—艺人响应—社会
参与—媒体协同”的运作模式，成为社会公益
事业的重要支柱。
民国时期，各地频发的水灾、旱灾等给人

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天津各界以义务戏为
主要手段，为受灾民众筹集善款。1907年江
北大水，广益善会邀请谭鑫培、王瑶卿等在李
公祠连演五天六场，艺善会邀请盖叫天等连
演数日助赈。一时间，各茶园纷纷响应，共筹
集善款三万余元，全部捐给灾区。1917年京
畿水患，津邑沿河一带村庄多被淹没。为救
助灾民，京剧演员尚和玉、李吉瑞、薛凤池等
在升平舞台、李桂春等人在东天仙茶园义演
赈灾。戏剧改良社、雅韵国风社、正乐育化
会、广东会馆等团体也纷纷加入义演行列，种
种善举，不一而足，充分展现了天津各界在灾
难面前的团结与担当。
扶危救弱，是天津义务戏的又一重要使

命。一方面，为救助贫苦同行举办的“搭桌
戏”始终延续着梨园界互帮互助的传统。
1929年赵子英在新明戏院演“搭桌戏”，邀请
著名票友刘叔度等助阵。1935年天津市游
艺促进会将演出义务戏所得购买的米面发放给贫苦艺员，解了他们的燃眉之
急。另一方面，冬赈义务戏成为城市扶贫的重要方式。天津艺曲改良社每年
冬天都会组织义务戏，为贫困百姓筹集冬赈物资；八善堂、天津慈善事业联合
会等慈善组织也会举办冬赈救济会，邀请京津名伶演出义务戏，如1935年天
津慈善事业联合会特邀杨小楼、荀慧生等名伶在北洋大戏院演出义务戏，所得
款项用于增设粥厂，被时人誉为“贫民之福音”。
兴学、助医是义务戏的两个重要延伸。1929年京津坤角为宝坻喻氏小学

筹款扩建。1930年郝寿臣、高庆奎等人为培才学校义演，收入悉数捐助校舍
建设。助医方面，北京慈仁医院、天津农工军警医院等机构都曾通过义务戏解
决经费困境，凸显出慈善与民生的深度关联。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义务戏的慈善属性全面升华为政治动员工具，成为凝

聚民族力量、鼓舞抗日斗志的精神武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尚小云与王
又宸率先在北洋戏院演出义剧《白罗衫》与《盗魂铃》，雪艳琴与吴铁庵在春和
戏院上演《廉锦枫》《白蟒台》等剧，章遏云露演粤剧《仕林祭塔》与《园林幽怨》，
所得票款悉数捐给上海第十九路军的抗日将士。为声援东北义勇军，天津名
票俞珊在春和戏院演出《玉堂春》。为帮助榆关受难同胞，陶默庵、奚啸伯在春
和戏院举办赈捐义务戏，合作演出《红鬃烈马》。这些演出，传递着天津戏曲界
的爱国情怀，也激励着无数天津儿女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从1906年《惠兴女士传》首开社会化义演先河，到抗战烽火中的救亡筹

款，天津义务戏始终以“寓乐于善”为内核，构建了艺术与公益深度融合的文化
范式。作为“九河下梢”的航运枢纽，天津五方杂处的包容性催生了独特的艺
术融合，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在这里交融，打破剧种界限，出现了“一台三腔”
“梆簧两下锅”的艺术创新。商业文明与江湖道义在这里碰撞，孕育了“义利共
生”的伦理自觉，催生出“以艺载道”的实践智慧，也成功完成了艺人从“优伶”
到“义士”的身份转型。行业会馆的制度化运作，使得慈善行动不再局限于个
体的义举，而升华为城市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天津梨园义务戏的百年历程，既是戏曲艺术与社会责任相交织的史诗，也

是近代中国慈善精神演进的微观镜像。如今，回顾这段历史，那些镌刻在戏单
账簿中的慈善记忆，见证了传统行业伦理向现代公共精神的转化，为今天的公
益事业提供了有意义的经验。义务戏，从江湖码头走向民族救亡的洪流，用艺
术诠释了社会责任，用慈善彰显了文化力量，最终凝结为天津的城市精神丰碑。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系列文章“津派文学

与文化丛谈”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陆续刊发侯军先生撰写的系列文章

“淘书琐忆”。 ——编者

《亲爱的梭梭》是青年作家霍聃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
小说以多年后成为植物学者的“我”的回望起笔，讲述了11
岁男孩跟随六步洼村里的父辈们一起前往阿拉善草原寻
宝的远行经历。经由时间叠印的视线，这场良善与欲望交
织的自我成长之旅关乎爱的试炼，关乎内心深处秘密的坦
白，事关守护家园的诸多生命奥义，这趟旅途也在拂面而
来的沿途风光里隐含着一位少年成长蜕变的心史。
透过少年打量日常生活诸物的真挚眼光，故事的讲

述为心灵深处的成长历程敞开了多重探照路径。虽然生
活在一座常常遭受沙尘暴侵袭的村庄里，但物质生活的

贫瘠并未湮没“我”对于美好风物的感受力。相反，小说
细致地捕捉到日常生活里的诸多动人情境，就像是那碗
拌入肉末的混着一小片油花的米粥，那棵叫作“土生”的
小树新长出的叶子，那根因风沙沉积不断“长高”的电线
杆，还有公路沿途所看到的新鲜而阔大的世界……这些
富有神采的细节是乡愁记忆里的琥珀，它们映射出少年
眼中充满新鲜感的生活风景，随即成了向热气腾腾的现
实生活不断延展的枝丫，重新激活了读者对发生在日常
生活周边的生活情境的感受力。
在《亲爱的梭梭》这部长篇小说里，远行意义的不断

变化和流转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潜在驱动力。最初，
在六步洼村孩子们漫无边际的想象中，大人们每每满载
而归的旅途是一次次神秘而富有魔力的冒险，他们或许

是用捕捉蝴蝶的网去捕获财宝，或许是去探访沙漠里的神
秘古城的巫师，或许是去往一座埋藏着宝藏的荒岛，这一场
场远行之旅在孩子们的想象中获得了充盈的可能性。当
“我”跟随父亲和叔伯们一起出门远行，并偶然结识了蒙古
包里的牧民朝鲁先生和他的儿子那日松，关于寻找“梭梭”
的旅途逐渐袒露出暗淡的真相——六步洼一些村民前往阿
拉善草原寻找苁蓉、发菜和蝎子是盗采行为，这样的采掘方
式不仅会破坏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还会加剧沙尘暴等自
然灾害的肆虐。于是，从想象力的自由驰骋再到现实真相
的缓缓揭开，远行这一旅途缓缓着陆的过程也让“我”内心

深处面临着激烈的情感斗争：是选择
将这个秘密深藏在心底，还是勇敢地
阻止父辈叔伯们继续这种挖掘行
为？这一核心矛盾的酝酿与绵延给
小说文本带来了丰富的可读性。

成长是不断重临生命岔路口的
一次次抉择，是逐渐升起勇气面对心
怀忧惧之事，也是拨开重重迷雾寻找
心中灯塔的旅途。一如小说里主人
公“我”的心灵成长历程。身为一个
热爱生活、拥有丰富感受力但遇事常

常犹豫不决的青涩少年，如果说此前“我”在面对父子关系的
情感挫伤、与男孩“狮子头”的矛盾时往往选择以逃避的方式
去侧面化解冲突，那么在这趟奔赴阿拉善草原的成长之旅
里，在与朝鲁先生和那日松的朝夕相处中，陌生的生活经验
让“我”见识到蒙古族牧民充满信念感地守护梭梭林的良善
之心，它们也为“我”的心灵成长路径提供了新的坐标系。置
身于现实世界的混沌地带，当这位昔日懵懂的少年开始重新
思考故乡亲友的盗采行为，他逐渐在愧疚不安的情绪漩涡里
看出这些陈陈相因的行为背后包裹的驳杂的人性欲念。最
终，他一面勇敢地营救陷入流沙中的男孩“狮子头”，一面与
男孩“狮子头”一起奋力阻止父辈们的盗采行为，少年土生逐
渐通过积极的行动成长为一位拥有明晰辨别力的独立个体，
他眼中的生活风景随之发生变化：这片辽阔而光秃秃的阿拉

善草原不再是冒险者探访宝藏的所在，而是一片蕴蓄着生生
不息的希望的精神家园，一片在古老传说中沉睡的、等待被
后人唤醒的美丽土地。
实际上，在沙漠边缘种植树苗既是一种充分调动身体

经验的行动，它也在无形中让故事里的“我”和男孩“狮子
头”在各自的心灵世界里默默地种下一棵向善的新苗。拨
开真实与虚构层层交织的话语，少年们重新拾起遗落在某
个角落的故事碎片，在荒野中的梭梭林里寻找到了自我情
感的扎根之地。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是，朝鲁先生在沙漠
边缘用蒙古语深情地吟唱那首关于哈咇嘎将军的长诗，曾
经残缺的故事得以重见天日。对大漠深处的那些顽强生存
的绿色植物的珍视，对生命尊严的默默注目，对守护家园生
态环境责任的自觉承当，构成了小说里人与人之间彼此理
解、携手同行的情感纽带。
小说在结尾处对远行情节多重面向的处理比较明快，当

作家霍聃以朴素的语言写下“我”的种种感官经验时，少年们
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所见、所思、所感呈现出某种浑然天成的
纯净感，它们常常于某一瞬间迸发出蓬勃热烈的生命力。在
此意义上，长篇小说《亲爱的梭梭》的魅力在于，它以一位少
年真诚观察世界的视角为基点，在不断地观察、思考与反复
的实践中，将“我”的心灵成长历程置于广袤的自然风景与民
情风物中展开，因此，当小说通过少年们的心灵成长重新建
立自我与他人、与大自然、与世界之间的联结感时，更多朝
向岁月纵深处敞开的生命可能性也纷至沓来。

我曾在天津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台儿庄路”，作为台儿庄
人，在异地见到家乡的名字，感到格外亲切。台儿庄是地处鲁苏交界
处的一座小城，天津这样的大都市缘何用这座小城冠以路名？我想
或许与抗战时期的台儿庄大捷有关。于是，我便开始查找相关资料
予以佐证。
台儿庄在汉代就有村落，目前发现最早有史籍记载“台家庄”之

名的是唐代的《创建准提阁碑》，那时的台儿庄默默无闻。明万历年
间，朝廷为漕运安全，避黄行运，开挖泇河，将京杭大运河改道台儿
庄。于是，台儿庄迎来了发展机遇，因河而兴，因河而荣，因河而美，
台儿庄这个小集镇迅速发展成为水旱码头、货物集散地。更令台儿
庄扬名海内外的，还是1938年春天的那场大血战。那一战历时月
余，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
战，中国军人的血性表现得酣畅淋漓，中国人达到了空前团结，震惊

了国人，震惊了世界，笼罩全国的阴
霾一扫而光，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
也刮目相看，台儿庄因此被誉为“中
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中国军民
扬眉吐气，奔走相告，欢庆胜利。诗
人臧克家当年写道：“台儿庄，红血洗
过的战场。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
国殇……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
威力；在这里，用血写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事实泄尽了敌人的底；在这里，
我们杀退了寇兵……台儿庄一片灰烬，
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争长。东风吹
罢，死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

说起台儿庄战役，不得不提张自
忠将军。1936年，张自忠将军就任天
津市长，他秉持“少说话多做事”的原
则，对天津市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
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项事
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自忠代理冀察政
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他忍辱
负重，与敌周旋，竭力支撑平津危局，
却被国人误解。这年9月，张自忠化

装离开北平，来到天津，与家人辞别后重返抗日前线，率领第59军参加
台儿庄战役。在危急关头，他率部先增援蚌埠，阻敌于淮河南岸；再驰
援临沂，阻敌于临沂、莒县，粉碎了日军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为台儿庄大
捷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收回了所有在天津的租界，重新

命名道路名称。我查到1945年12月22日《大公报》的一篇报道《津市
重定路名，一改敌伪旧污租界痕迹》，12月21日下午3时，天津市工务
局召开各局处关系方面会议，决定道路命名办法。这则新闻还公布了
一些公园和道路的新名称，向广大市民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益世报》
1946年1月22日也有一篇报道《津变更路名》。报道说：天津市政府工
务局，为一新市民视听，特对变更路名，规定四项原则。并为采纳民意
起见，特规定自即日起至2月10日止，凡市民对新路名命名有意见者，
可以书面向工务局提出。四项原则是：（一）规定七条干路名。其中第
四为张自忠路（沿河马路，自金钢桥至旧英法租界交界），第五为台儿庄
路（沿河马路自旧英法租界交界，至小刘庄）；（二）城厢、河北、南市、西
头、旧特二（奥租界）、三区（旧俄租界）各地路名，均恢复民国二十六年
前旧名；（三）旧意租界境内路名，均以含有新意义之名，旧英、法、日租
界及旧特一区（旧德租界）界内路名，除用人名者外，余均以省名、都市
名称之；（四）上述各旧租界及特一区境内路名字尾，有“道”“路”之分，
系区别经纬之意。所谓“新意义”，诸如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的“三民
主义”系列和自由道、博爱道、民主道、光复道之类的路名；还有一些路
名是以抗战纪念地冠名的，如多伦路、独山路、襄阳路、芷江路、常德路、
台儿庄路等。
台儿庄路原为英租界的河坝道，因沿海河而得名。在英租界时期，

河坝道是英租界的核心地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众多洋
行、银行、商号在此设立，如早期德华银行天津分行就位于河坝道
旁。如今，台儿庄路属于天津市河西区与和平区，沿线是天津重要
的观光游览路线，可欣赏到海河风光及众多历史建筑。张自忠雕像
就位于天津海河西岸的台儿庄路上，整座塑像青铜铸造，基座由花岗
岩制成，高约10米，重30余吨。张自忠路位于天津市区海河西岸，跨越
红桥、南开、和平三区。它让人们一直记着这位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抗
日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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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灵世界种下一棵新苗
——读霍聃《亲爱的梭梭》

易彦妮

傍晚到菜地摘菜，看到邻居家与我家挨着
的一小块空地上，新栽了一棵小桃树，与我去年
春天栽的一株水竹，相距不到两米。竹子与桃
树中间，斜着一块一米多高、形若太湖石的灰色
石头。过个两三年，大概就可以看到“竹外桃花
三两枝”的美景了。届时，翠竹成丛，花枝横斜，
或有鸟鹊临于石端，蜂舞枝头。一幅清新灵动、
生趣盎然的《花鸟竹石图》将会立体地呈现在人
们眼前。此情此景，不由得
让人充满期待。
我是一个“爱美”的人。

所到之处，眼睛总不自觉地
将美好收罗起来，在心里酝
酿成醉人诗篇，或者将身边
环境装点成景。我会在院中
摆几盆花，在院墙周边，因地
制宜地种植一些花木。村子
公共活动区的一角，横着一
块大石头，有两米来高。光
溜溜的石头躺在那里，总觉
得少点什么。几年前，我在
石头旁边栽上了一株红色三角梅。如今，三角
梅已经长到石面上，长长的枝条爬上石头顶端，
绿意葱茏。开花时，红灼灼一大片，像一团团红
色染料层层堆积，格外亮眼。整个空间，瞬间增
添了许多生趣。看着自己亲手栽种的花儿把周
围点缀成画，内心很是欢喜与满足。
有时，美景也会意外地出现在某个角落、

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
大雨。雨滴落下打在院前灰白的水泥墙上，留
下一道道长长的水印，像一颗颗流星划过夜
空。雨滴肆意地在墙上挥洒，干燥的墙面很快

将水滴吸收，水印由深变浅。水珠不断坠落，在
墙面画出新的印记，深深浅浅地染成一片，与刷
墙时留下的一条条弧线，和墙面深浅不一的灰
色色块形成一种奇妙的组合。水印子点在深灰
的色块里，变成了一片片烟雾笼罩的“草坪”和
“山坡”。整面墙像一个小岛棋布的湖。雨越下
越大，一条条水柱从墙顶倾流而下，像参差倒挂
的钟乳石柱。“平湖”变成神秘的“溶洞”。我坐在

门前，欣赏着院墙上一幅幅
流动变幻着的画卷，收获着
独属于自己的静谧与惊喜。

对于美好的景物，我总
格外地多几分期许与珍爱。
无论是巍峨耸立、云雾缭绕
的高山，还是波光粼粼、水天
一色的湖泊，抑或村野深巷
里的一草一木，都能精准地
击中我内心最柔软的角
落。脚步不自觉地停下来，
满心赞叹。欣赏美景，能让
人内心宁静、愉悦。乡间屋

顶生起的袅袅炊烟，是人间最温暖的诗行；苍
穹下一望无际的稻田，是诗意四季的画卷。老
伯坐着横在田埂上的铁锹柄，抽着自卷的烟，
望着风中摇曳的禾苗，露出欣慰的笑容；小女
孩站在路边，对着水沟旁钓青蛙的哥哥甩去一
串肥皂泡泡，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收工的人们
一边相互打着招呼，询问农事进展，一边收拾
农具，卸下一身疲惫踏着暮色归去。这些平凡
又鲜活的瞬间，等待我们放慢脚步，用心灵的镜
头将它们一一定格。生活即是人间一道最美的
风景。

生活处处
是风景

罗江燕


